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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社区为导向，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在建

设之初就不只作为一个单纯的居住区[2]，关注

市政公建配套设施建设；二是尽管规模大、集

中化，但还混合市场商品房，力图促进人口结

构多元化和社会空间融合发展。

基于以人为本的社区生活圈发展理念，

持续不断地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定居意愿，已

成为当前大居治理工作的重点[3]。在“人城产”

融合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居社区生活圈供

需关系的多维度研究，在土地资源和公共财政

渐趋紧缩的现实条件下，可更精准化地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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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i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Shanghai Based on Housing Type: A 
Case Study of Nanqiao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Fengxian District

基于住房类型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生活圈供需
匹配评估*——以奉贤南桥大型居住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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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城产”融合发展新形势下，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生活圈未来发展需要精准化的规划策略。聚焦大型居住社区中承

载不同住房类型的居住地块和社区单元，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便利可达和活动支持导向下的

社区生活圈供需匹配情况进行评估。针对不同住房类型居民需求探讨精准供给策略，并在“小聚居、大混居”模式下进

一步提出“小居汇、大居汇、邻居汇、栖居汇”社区生活圈融合发展体系。

Under the new contex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city and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more precise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in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sidential plots and community units with different housing 
types, using th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ithin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oriented towards convenience accessibility and activity support. The paper 
proposes a targeted supply strategy meeting human needs of different housing types. On the basis of "small-scale gathering 
and large-scale mixed living mode",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ystem for community life circles including "Da Ju Hui, Xiao 
Ju Hui, Lin Ju Hui, Qi Ju Hui" is further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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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

建设历程与住房保障体系发展同步。从早期应

对快速城镇化和中心城区人口疏散的区属、市

属动迁房，以及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

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再到近年来面

向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居住需求的共有产权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些不同类型住房共同

构成了大居的居住空间，在推动城镇化、中心

城区旧区改造、人均居住水平提升等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1]。此外，上海大居以社会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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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社区生活圈。上海大居住房类型存在多样

性，对其社会群体[4-5]、邻里关系[6]、社会资本[7]

方面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

杂性，因而其面临更加严峻的社区生活圈供需

匹配挑战。

既有研究表明，大居公共服务体系在不

同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失衡问题[8-10]。本

文和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聚焦不同住房

类型，既关注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的基本要

求，评估不同类型住房居民能够获取社区生

活圈要素的便利可达程度；也关注大居倡导

的社会空间融合发展要求，分析不同住房类

型居民日常活动行为空间网络特征。通过对

便利可达和活动支持双重导向下的社区生活

圈供需匹配情况的评估，试图发现不同住房

类型的社区生活圈要素供需状况的差距，以

及大居公共设施供给形成的空间网络与不同

住房类型居民实际活动需求形成的空间网络

的异同，以期为已启动和未启动大居①的规划

调整、社区生活圈行动计划以及相应的规划

治理，提出高效策略。

1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选择：奉贤南桥大居

奉贤南桥大居是上海所有大居中用地规

模最大的一个，达到12.62 km²，未来计划导入

20万人（见图1）。现状规划的居住地块中有

市属保障房（包括市属动迁房和共有产权房）

45幅（其中建成23幅）、区属动迁房15幅（已

全部建成使用）、普通商品房28幅（其中建成

10幅）、保障性租赁住房4幅（均未开建）。与住

房类型多样性相应的是人口结构的多元，目前

入住人口5.50万人，其中户籍人员0.40万人，

主要居住于区属动迁房；人户分离人员2.07万

人，主要居住于市属动迁房；来沪人员3.00万

人，主要居住于共有产权房；此外，还有本地未

动迁人员0.40万人，仍居住于老集镇村居。

奉贤南桥大居的住房与配套建设历程大

致可分3个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2009—

2014年）：以就地安置失地农民的区属动迁房

为主，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原村居附近；在居住

组团中心设置居委会、菜场、社区商业网点等

社区服务设施，并着力与外围连接的市政设施

建设。第二阶段（2015—2020年）：以承接中

心城区旧区改造、市重大工程建设疏散人口的

市属动迁房为主，同时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

区建设普通商品房，地块明显变小、路网不断

织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愈发重视大居内公

共设施、公共空间和快速公交建设。第三阶段

（2021年至今）：在奉贤新城和临港自贸区战

略发展叠加下，以“国际青年社区”为新目标，

着力吸引新市民和青年人才，共有产权房和保

障性租赁房进入快车道；高等级商业设施和公

园绿地体系不断健全，且以社区生活圈发展理

念优化社区服务体系，完善“五宜”功能②。

1.2   以便利可达为导向的两步移动搜寻法

在城市多源数据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

建成环境量化研究有助于更精确地把握供需

关系[11-13]。较早的评估研究侧重公共设施布局

是否均衡，对于社区生活圈理念下步行可达的

要求往往缺乏响应。空间距离要素逐渐被纳入

评估范畴，但或从供给点出发[14-15]、或从需求

点出发[16-17]，较少考虑不同居民使用同一服务

要素的情况下发生的有限资源竞争，容易造成

计算结果偏差，难以反映便利可达导向下的真

实供需关系。为此，有学者提出两步移动搜寻

法[18]和潜能模型[19]，在公共服务可达性方法论

中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20-21]。本文在两步移动

搜寻法的基础上结合潜能模型，引入高斯距离

衰减函数，以5分钟、10分钟、15分钟社区生

活圈服务范围设定搜索半径。

供给端用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规模来衡

量。要素空间信息来自2023年高德地图POI开

① 截至2022年，上海第二批大居23个基地已启动16个，还有7个基地和2个二期基地未启动。在上海住房保障推进力度只增不减的情况下，未启动基地将作为住房保

障体系建设的后备土地资源。

② 根据《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工作导引》，社区生活圈“五宜”服务要素包含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5种。本文基于五宜的要素分类，对POI进行

筛选和类型匹配，对居民日常行为活动进行空间标注。

注释：

图2 奉贤南桥大居住房与配套建设历程
Fig.2  Housing and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Nanqiao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Fengxian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奉贤南桥大居范围
Fig.1  Scope of Nanqiao large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Fengxian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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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先将该数据原始分类与“五宜”服务

要素进行匹配，划分为5大类、14中类、61小

类（见图3），筛选出奉贤南桥大居边界外扩

1 000 m（步行15 min）范围内的要素点位，

并参考既有研究方法为各类服务要素设定权

重[22]。在点位空间信息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

计算规模信息，以建筑面积衡量室内公共设

施的供给规模评价值，以用地面积衡量室外

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供给规模评价值。需

求端用居住地块人口数量来衡量，采用当地

基层政府提供的当地人口数据。

两步移动搜寻法首先从各类要素出入口

出发，以300 m、500 m、1 000 m为距离阈

值分别搜寻范围内的居民点，对于有多个出入

口的，取每个出入口出发叠加的最大覆盖范

围，计算各类要素点所对应的供给规模和覆盖

范围内居住地块需求规模总和的供需比值。该

值综合考虑了社区生活圈要素规模、空间距离

衰减和服务人口规模，体现了要素服务能力。

式中：    为l类要素的供需比；i为居民点，

j为要素点；    为某一l类j要素点的供给服务

能力；Di为某一居民点i的居民需求规模；k为

以要素点 j为中心出发搜索半径内居民点i的

数量；    为居民点i和要素点j之间的实际距

离；     为l类要素的服务半径，                为高

斯距离衰减函数，其计算公式为：

然后从居住地块出入口出发进行搜寻，

将所有搜寻范围内的某类要素点对应的供需

比值进行加总，得到每个居住地块的可达性指

数。该值反映了从居住地块出发在一定步行半

径内获取该类服务要素的便利可达水平。

式中：     为居民点i到l类要素的可达性指

数；m为以居民点i为中心出发搜索半径内的

要素点j的数量。最后，对于不同类型要素重复

以上步骤，乘以各类要素相应的权重，加权求

和得到每个居住地块的综合可达性指数。

式中：Ei为综合可达性指数；n为要素数；

Wl为l类要素所占权重。综合可达性指数越

大，说明服务要素的规模、空间布局对应人口

需求的供需匹配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1.3   以活动支持为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区生活圈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单

元，还是日常生活和邻里感知的社会领域[23]。

两步移动搜寻法虽然可以度量获取生活圈要

素的可达性高低，但难以测度人与要素空间

的行为互动关系。社会网络分析为研究以活动

支持为导向的社区生活圈要素空间的供需关

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学者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对社区更新规划的街道空间和设

施空间进行社会绩效评估，取得了极有价值的

成果[24]。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区的各类资源

并不一定为居民所用，资源与居民之间的关

系结构才反映了真正的社会资本[25]。本文既分

析以要素空间距离分布为主体的设施空间网

络——反映了要素空间分布的供给，又分析以

居民日常活动行为轨迹为主体的居民行为网

络——反映了居民对要素实际使用的需求。通

过对比两个网络在节点中心度和派系划分上

的异同，分析活动支持导向下大居不同住房类

型社区居民的社区生活圈供需匹配情况。与既

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通过调查活

动频率来描绘居民时空间行为网络，并且紧扣

大居住房类型多样性来剖析供需特征。

由于奉贤南桥大居南北跨度较大，本文

以一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单元为研究范围

调研居民日常生活空间。金汇镇03单元是奉

贤南桥大居中涵盖住房类型最多、建成率最

高、配套最为成熟的单元，因此以之作为研

究范围。

供给端用要素点之间的路网距离来衡量。

提取金汇镇03单元内居民日常使用的35个公

共设施、公共空间点位进行标注（见图4），涉

及13个“宜居”、1个“宜业”、13个“宜游”、

3个“宜学”和5个“宜养”服务要素。使用

GIS网络分析中的最近设施点工具，计算任意

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长度，基于路网距离

构建设施空间点联系矩阵。

需求端用居民时空活动特征来衡量。

2024年3月笔者对奉贤南桥大居金汇镇03单

元范围内的居民发放问卷共205份，回收有效

问卷200份，其中区属动迁房居民49份，市属

动迁房居民47份，共有产权房居民50份，普通

商品房居民54份。调查问卷由年龄、户籍、工

作地等基本信息和行为地图两部分组成。调查

过程中请居民在行为地图上标注购物、休憩、

运动、交谈等日常活动中经常停留的公共设施

和公共空间，以及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步行路径

轨迹，并填写经过每段路径的频率。调查结束

后按居民所属住房类型分别整理，以频率为权

重对要素点间路径进行赋权③，得到基于居民

行为的活动点联系矩阵。

随后将联系矩阵分别导入UCINET处理，

生成设施空间网络和居民行为网络。以圆点大

小表示不同节点的中心度等级，以连线宽度表

示不同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弱。进而应用社会网

络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借用派系④概念来观察

网络中是否存在内部联络更为紧密的亚设施

群，以及哪些要素在派系和派系之间充当了桥

和界点⑤，发挥着促进邻里交往互动的弱连接

作用[26]。

2  基于住房类型的大居社区生活圈供需

匹配评估

2.1  两步移动搜寻法评估结果

总体来看，路网密集、交通体系完善地区供

需匹配程度较好，而路网密度低、不成体系、断

头路处则是供需匹配的薄弱地区；随着搜寻范

围的增大，不同居住地块可达性指数的异质性

递减，社区生活圈连片带动效果递增（见图5）。

接着对比不同住房类型居住地块的可达

性指数（见图6）。普通商品房社区在10分钟、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层级上的可达性指数都显

（1）

（2）

（3）

（4）

③ 频率赋权标准是：“一天一次”赋权为1，“一周一次”赋权为0.75，“一月一次”赋权为0.5，“偶尔”赋权为0.25。
④ 派系指在全局网中存在若干亚群体，亚群体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强度要高于该群体与外部要素之间的联系。

⑤ 界点是指不同派系之间的分界点，桥是指不同派系之间的联系线。如果没有该界点，或者该桥断开，则两个派系将不能连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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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其他3个保障房社区。从结合空间分布

来看，可达性指数高值主要集中在大居北部

普通商品房聚集处，南边保障房与之形成了

鲜明对比，唯独在5分钟社区生活圈层级上，

区属动迁房的可达性指数更高。

不同类型保障房的可达性指数也存在差

异。其中共有产权房的综合可达性指数最低，

市属动迁房和区属动迁房的综合可达性指数

表现较为接近，但仔细观察发现，两者在不同

社区生活圈层级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区属动

迁房的可达性指数在15分钟层级上较低、在5

分钟层级上较高，而市属动迁房则相反。

2.2  社会网络分析结果

首先基于居民调研结果，对比不同住房

类型社区的居民行为轨迹差异。区属动迁房、

市属动迁房、共有产权房、普通商品房社区居

民出行范围依次扩大（见图7）。动迁房社区居

民呈现出围绕同类型社区周边活动的特点，共

有产权房、商品房社区居民则会跨越到其他类

型社区共享服务。

接着对比设施空间网络和居民行为网络

的节点中心度（见图8）。设施空间网络各节点

中心度具有从中心向边缘位置依次减弱的显

著特征，但在居民行为网络中却不尽然，其节

点中心度最高的不是快速公交站（BRT南行

港路站），而是商业综合体（龙湖金汇天街）。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行为网络与设施空间网络

相比，位于片区边缘的线型公共空间的节点中

心度有所提升（美谷公园、贤浦公园、大寨河

图3 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权重与分级
Fig.3  Weigh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service e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金汇镇03单元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spaces in Jinhui Town 03 uni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居住地块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index of residential plots

a  整体社区生活圈                                     b  5分钟社区生活圈                                    c  10分钟社区生活圈                                 d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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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绿地），表现出对居民较大的吸引力。

最后对比设施空间网络和居民行为网络

中的派系（见图8），两个网络都生成了4个派

系。前者与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吻合，北部商品

房社区和南部保障房社区附近要素形成两组

较大的派系，边缘东侧和西南侧要素形成两

组小派系，派系之间泾渭分明。后者派系的边

界更为模糊，出现了高等级要素跨越不同派

系相互嵌入的情况，北部商品房社区内部分

离出两个派系，东南部区属动迁房社区附近

的设施则脱离了原有保障房社区所属派系。

此外，居民行为网络不同派系间存在界点和

桥，起到连接不同住房类型居民的弱连接作

用。位于中心的商业综合体（龙湖金汇天街）

分别连接了3个派系，为社会网络提供了有效

的中介。周围4个界点（新健身、大寨河滨水

绿地、街头绿地、金汇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分属于不同派系，是促进派系间互动的发生

容器，它们和核心界点之间的慢行路径在不

同派系之间架起交往之桥。

3  大居社区生活圈供需特征分析

3.1   不同住房类型社区生活圈供需特征及原

因剖析

3.1.1    普通商品房：综合供需匹配最佳，占据

高能级服务红利

普通商品房地块的综合可达性指数表现

最好，10分钟、15分钟层级要素可达性也最

好；相应的，普通商品房居民行为轨迹显示其

活动范围最大，表现出较好的出行意愿和能

力。普通商品房地块大多分布于快速公交站

点和大居中部的发展轴附近，区位总体条件

最优，道路网络更密，有利于可达性指数的提

升。大居尽管倡导住房混合，但商品房遵循住

房市场化逻辑，在区位选址上有更高的优先

级，更易占据和享有高能级的公共服务红利，

表现出伴随住房产权的不平等现象[27]。不过，

商品房地块在5分钟层次的要素可达性表现

不佳，其近邻服务相对欠缺。

3.1.2    区属动迁房：低层级供需匹配优异，行

为轨迹内向受限

区属动迁房在10分钟、15分钟层级上的

可达性指数远逊于普通商品房，其在5分钟层

a  普通商品房居民行为轨迹                                               b  区属动迁房居民行为轨迹                                               c  市属动迁房居民行为轨迹 

d  共有产权房居民行为轨迹                                               e  全部居民行为轨迹

图6 不同住房类型居住地块可达性指数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accessibility index of residential plots with different housing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整体社区生活圈                                     b  5分钟社区生活圈                                   c  10分钟社区生活圈                                 d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图7 不同住房类型居民活动轨迹
Fig.7  Behavior trajectories of residents in different housing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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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的可达性指数却在所有住房类型中表现

最高，原因可追溯到区属动迁房开发模式和居

民行为习惯。一方面，区属动迁房社区以保本

微利为目标，开发机构通常会设置比普通商品

房社区更多的商业面积以谋取最大盈利，超量

商业面积为小规模、低层级服务要素的灵活嵌

入提供了可能[28]。另一方面，经过半城镇化的

本地动迁居民，过去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模式

延续到正规化的菜场和商铺中，甚至蔓延到非

正规的街道空间中。区属动迁房社区附近街头

卖菜的场景屡见不鲜，满足了大量老年人追求

高性价比的家门口生活服务需求，而普通商品

房居民则没有这样的环境。

区属动迁房居民行为轨迹显示其活动范

围最小，究其原因，除了5分钟生活圈要素可

达性较高之外，原有乡缘社会关系得到部分保

留的本地动迁居民，更偏向于在附近公共空间

活动，社会网络相对来说更为紧密[28]。区属动

迁房社区居民范围受限的行为网络、较低的高

层次公共服务便捷性，意味着和其他社会群体

互动交往的机会也较少。

3.1.3    市属动迁房：低层级供需匹配较弱，行

为轨迹相对受限

与区属动迁房比较，市属动迁房在5分钟

层级上的可达性指数较低，在15分钟层级上

稍高。与区属动迁房大多在原村民集中点附近

实行整体搬迁安置、3—4个大规模居住地块

聚集布局不同，市属动迁房居民从不同行政区

陆续迁移过来，无法统一集中安置，地块规模

小、分布散，更多依赖市场供给的5分钟层级

服务要素，公益性要素可能受到挤压。考虑到

市属动迁房居民原先中心城区的区位条件，大

居也通常将动迁房设于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段，

因此15分钟层级的可达性较好。

相较于区属动迁房居民明显分布于小区

附近的行为轨迹，市属动迁房居民行为轨迹范

围略广，但也主要集中在小区周边。访谈中发

现，市属动迁房居民对住房改善较满意、但对

社区生活圈满意度并不高，可能与其生活环境

变化较大、搬迁后活动范围较小、对当地缺乏

情感认同有关。未来通过社区生活圈建设来拓

宽市属动迁房居民行为范围、加强地方认同，

是十分必要的。

3.1.4    共有产权房：综合供需匹配最差，优化

诉求最强

目前共有产权房的综合可达性指数最

低，主要是因为建设时间最晚，社区服务供给

滞后于居民入住，居民对优化社区生活圈的

诉求最强。其面向对象是位于经济资本积累阶

段、尚无力购买较好条件商品房的城市住房夹

心层群体，行为轨迹范围表现较为活跃广泛，

与普通商品房、区属动迁房居民活动范围有较

多交叉。奉贤南桥大居未来将向国际青年社区

发展目标转型，对其社区服务品质提升和宜居

生活环境的打造，是吸引新市民和青年人才落

户安居的着力点。

3.2  跨越住房类型的社区生活圈网络关系

及空间分析

大居混合分布着多种住房类型，但是混

合并不等同于融合，或潜藏着空间分异的风

险[29]。对不同住房类型的社区生活圈可达性

指数以及居民行为轨迹的研究，呈现一定程

度的空间分异，伴生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和社会

区隔[30]。结合全部居民的行为轨迹分布趋势，

可以看出，片区空间发展轴及中心位置为多元

群体日常活动经常触及，而位于区属动迁房附

近的可支付性高的设施要素也比位于商品房

附近的设施要素包容更多元的群体。

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完全绝对的均衡并不

存在，需要在不均衡的现实中寻找促进融合的

路径。对居民行为网络的分析显示出跨越派系

的界点和桥，为未来促进融合带来启发。在居民

行为网络中，城市商业综合体是中心度最高的

重要界点，其作用远超设施空间网络中的作用，

环境氛围良好、服务于多元人群的大型设施在

促进不同人群共享空间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其他若干界点的中心度则高低不一，但都是发

挥有效作用的重要空间，如经营性健身房满足

了中青年群体对运动健身的需求、有吸引力的

滨水绿地吸引了人们前往休憩放松、良好运营

的社区服务中心本身发挥着密切联系周边群众

和扶老携幼的作用。在吸引不同住房类型人群

融合互动方面，社区服务要素并不是使用者越

多越有效，而是越契合社会群体的需求，才能越

有效支持居民日常活动中的互动和交往[31]。

此外，若干位于单元片区边缘的线型公

共绿地节点尽管没有成为界点，但在居民行为

网络中的中心作用明显高于设施空间网络。这

说明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尤其是绿色慢行廊道

的节点空间尽管位于边缘地区，对居民日常生

活仍产生重要吸引力。通过慢行系统的织补缝

合，组织网络化的公共空间体系，营建有活力

的空间节点，对于引导各社会群体共享空间和

互动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8 设施空间网络与居民行为网络
Fig.8  Network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network of residents' behavi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设施空间网络                                                                   b  居民行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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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居社区生活圈精准化规划策略

4.1   加强针对不同住房类型居民需求的精准

供给

优化大居未来社区生活圈，应重点考虑

对不同住房类型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的精准供给，延续原有优势，因地制宜地弥补

短板。

（1）对于区属动迁房，应延续其丰富的近

邻设施优势，并应着力加强其与10分钟、15

分钟乃至城市层级服务资源的联系，通过公交

和慢行系统加强与活力界点的连接。应尽量保

留和延续当地村民的集体记忆，营造维系居民

间社会联系的品质场所。 

（2）对于市属动迁房，既应加强近邻的

5分钟层级要素建设，又应加强其与其他社区

之间的联系，尤其加强其与具有地方特色的

高品质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联系，有效促

进其建立地方情感认同，提升被郊区化群体

的居住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

（3）对于普通商品房，应加强近邻的设

施要素和公共空间的场所营造，通过锚固社区

内部强连接以加强社区凝聚力；并不断提高社

区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质量，满足住房改善型

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4）对于共有产权房，在加快完善基础

保障型要素的同时，应增加吸引新市民、青年

人才的品质提升型要素，注重公共空间的开放

性和灵活性，打造承载新功能、新业态的多样

化场景。

未来继续新增的共有产权房和大力推进的

保障性租赁房用地，建议选址于商品房和动迁

房社区之间，结合其适中的消费水平和活跃的

活动范围，宜增强有关设施利用的人群复合性。

4.2  促进不同住房类型居民社区生活圈的

空间融合

大居目前的“小聚居、大混居”空间组

织模式，体现出政府决策及市场影响下对不

同类型住房的选址和规划策略，并非均衡的

混合。事实上完全均好、无间融合的混合只能

存在于乌托邦，需要面对现实探索可行的优

化路径。本文提出将“小聚居、大混居”住房

类型空间布局与“小居汇、大居汇、邻居汇、

栖居汇”社区生活圈体系相结合的策略，使

得设施空间布局的“供给”更好地匹配居民

行为空间的融合发展“需求”（见图9）。

“小居汇”和“大居汇”基本对应于5分

钟（居委会）和15分钟（街镇）层级社区服

务中心。在一般性社区生活圈规划要求基础

上，“小居汇”服务要素配置内容应充分考虑

近邻住房居民的针对性需求（见图10），并通

过场所营造增强近邻社区的凝聚力；“大居汇”

配置的服务要素应为“大混居”的所有人群

服务，宜综合设置多种功能关联度高的服务要

素，形成党建与行政管理中心、社区文体活动

中心、社区康养服务中心、商业与生活服务中

心等，重视增强服务的可支付性和空间的亲民

性。在运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协

作，发挥经营性和公益性要素的互补作用，打

造有活力的核心界点，使全人群皆能获取匹配

需求的优质服务，高效支持不同社会群体共享

空间以促进社会融合。

两个不同住房类型的“小聚居”组团宜

相邻设置，在两个组团中间嵌入式设置“邻

居汇”，发挥联系两个社会群体的界点作用，

配置满足相邻社区居民共性需求的服务要素

（见图11）；尤其重视促进市属动迁房、普通商

品房和本地动迁居民之间的空间共享。鼓励

“邻居汇”利用存量空间进行整合盘活、空间

活化和功能升级，修补服务盲区。通过社区生

活圈公共空间和慢行系统网络化策略，串联

“大居汇”“邻居汇”和“小居汇”，将各项与

图9 “小居汇、大居汇、邻居汇、栖居汇”社区生活圈体系
Fig.9  Community life circle system including "xiaojuhui, dajuhui, linjuhui, 
qijuhu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基于住房类型差异的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配置菜单
Fig.10  Configuration menu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service elements based 
on housing type differ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保障性住房政策设计与规划实践 | 33 

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功能联通，增

强大居居民使用各类设施的选择性。在慢行

系统、公共空间选择合适位置营建“栖居汇”

界点，充分利用大居郊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

设置具有吸引力的休憩、便民、旅游、应急等

功能空间，宜根据点位特色及辐射人群需求

作定制化调整，进一步促进人群共享优质空

间和社会交往。

5  结语

本文聚焦上海大居住房类型混合特征，

以奉贤南桥大居为例，发现不同住房类型社

区存在供需结构性差异和居民空间行为网络

特征，提出加强针对不同住房类型居民需求

的精准供给策略，并在“小聚居、大混居”模

式下进一步提出“小居汇、大居汇、邻居汇、

栖居汇”社区生活圈融合发展体系。研究结

论对增存并举背景下的大居社区规划优化和

更新治理具有参考意义，有助于提出“一举

多得”的行动策略。“小居汇”可以提升5分

钟社区生活圈便利可达性，又可以加强近邻

社区凝聚力；“大居汇”可改善居民与高层级

设施的链接，有效扩展居民的活动范围，促进

全人群共享设施；“邻居汇”配置共性要素、

栖居汇依托慢行网络，进一步补足配套设施

和公共空间，并充分发挥界点作用，更有效增

强不同住房类型居民的空间融合。

未来大居发展应衔接新房改“市场+保

障”双轨制发展趋势，通过系统性谋划以持

续促进“人城产”融合发展。不可忽略的是，

精准化规划策略的实现必须配合相应的精细

化治理，在社区生活圈行动蓝图和行动计划

的制定过程中，鼓励多元社会群体积极参与

共建，从空间融合走向社会融合。

图11 基于住房类型共性的社区生活圈服务要素

共享模式
Fig.11  Sharing model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service elements based on housing type common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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